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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社會的儒家教化 

潘朝陽＊
 

摘 要 

作為社會庶民的教化意義的儒家，在孔子就已經開始，如果將儒家在民間的教

化抽離出來，則儒家嚴格言，將失去其在中國歷史中的本質，因為孔子的道德理想，

是建立在深厚的庶民社會中，特別是以所謂「鄉約」、「鄉治」以及「宗族之學」或

「民間會講」等方式而推行，成為中國人生活世界的活生生之生命源泉和土壤，而

不是政治統治層面中的儒家政治思想和作為。 

本文主旨嘗詴彰明詮解儒家的庶民社會之教育的重要存在性。行文從孔子啟始，

驗證以《論語》章句的敘說，並析明宋明儒家在庶民社會中的德教的實施，且論及

於明鄭和清代以降的臺灣民間深厚久遠的儒家教育之實踐。 

雖然已經邁入現代化，許多文教傳統已經消逝，可是在臺灣的庶民社會，還存

在且運作著儒家的教化內容。 

關鍵詞：儒家、宋明儒學、庶民社會、鄉約、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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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Education in Folk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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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onfucius’s time, Confucian educ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lemented 

within plebeian’s world. The function of mass education is essential to Confucianism in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Local regulation”, “local administration”, “clan’s 

academy” and “folk lecture” are some of the ways through which the Confucians 

propagate their moral philosophies; they are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bring vitality to the Chinese’s world. From such perspective, Confucianism is beyond 

something merely used for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indoctrin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mass education for Confucianism. It 

began with the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followed by examination of the 

neo-Confucians’ practices of social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Sung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and finally, the Confucian education in Taiwan from the time of 

Kingdom of Tungning to the Qing Dynasty.  

Despite many educational traditions have been lost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folk society in Taiwan is still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legacy at present. 

Keywords: Confucian, Neo-Confucianism, Folk society, Local regulation, Folk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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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社會的儒家教化
＊
 

潘朝陽 

一、面向庶民社會開放的孔孟儒學 

蔡仁厚先生綜合了《史記‧孔子世家》、《左傳》、《論語》、《孟子》諸書而論述

孔子生平。蔡先生說： 

孔子是商湯之後，故自稱殷人。殷商亡後，周立微子啟為宋君，經二百餘年

傳到宋閔公。閔公的太子弗父何，就是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讓位於其弟，

是即宋厲公。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世，三命為上卿。

六世祖孔父嘉為宋大司馬，受穆公遺命，保傅殤公。華父督殺孔父，弒殤君。

孔父子孫奔魯，遂為魯人。孔子之父叔梁紇，多勇力，為陸邑大夫。1
 

依此得悉孔子的始祖實為商湯，所以就血緣而言，孔子乃是殷人，而且其歷代祖先

久為宋的貴族。一直到孔父嘉的子孫奔亡於魯，孔氏遂為魯人。而孔子的父親叔梁

紇雖然仍有大夫身分，可是已經下落為小小城邑的官員而已。換言之，從叔梁紇貣

始，孔氏的貴族性褪去而庹民性增升。 

蔡先生又說： 

孔子三歲而孤，由母親顏氏夫人撫養長大。他自稱「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據孟子說，孔子此時是為貧而仕，做過委吏（庫藏會計）、乘田（牛羊畜牧），

都很稱職。2
 

委吏和乘田，依今天話語，都只是在公私立機構或行號裏面的小職員或小業務員，

                                                 
＊

 本文承蒙編委會暨匿名審查委員提供高見，並蒙編委會暨匿名審查委員寬大的學術風範，接受筆者

之答辯，本文得以刊登，謹致最高謝忱。 

1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21-22。 

2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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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孔子會自稱「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此所謂「鄙事」也者，即細碎雜冗而無關

大局的平凡事務。由此可知孔子少年，其身分已屬一般庹民。 

然而，庹民的孔子生活在民間社會以及聚落中，仍然可以自由進修學習。蔡先

生說到： 

孔子極好學，而「學無常師」，又「不恥下問」，故能無所不學。他自稱「十

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此後設教授徒，賢聲日著，並以「知禮」而名

動公卿。〔……〕此時，孔子三十四歲。3
 

可見孔子是在庹民社會設帳授業，而以儒家禮學名動上層貴族。由此知道孔子早在

他初始傳道的青年時代，就開創了儒家在民間教學的講學方式。依此，故蔡仁厚先

生說：「孔子是儒家之祖，亦是中國平民知識份子之第一人，他開發了中國文化的長

江大河，永遠灌溉中國民族的心靈，他是中國文化精神的象徵」。4
 

孔子是「中國平民知識份子之第一人」，蔡先生意指孔子之特殊在於他開創的儒

家之重要精神或面向，乃是庹民社會的儒學儒教，或說孔子講學傳道，是發生、傳

播並顯揚於庹民社會，而不是開創於君王朝廷或貴族之家，且其主體是為庹民百姓

而宣揚並實踐仁愛，並非為了服務於君王貴族。 

關於孔子之平民本質，徐復觀先生也有闡明，他說：「我國歷史中，孔子是第一

個以平民身分而展開了大規模教育工作的人。〔……〕『吾少也賤』，曾為委吏種田以

謀生，所以又是在政治和財富上一無憑藉的人。〔……〕而孔子的弟子，則是來自一

個平民身上所發出的人格、學問之光，〔……〕在先秦的有關典籍中，說孔子有三千

門弟子，七十二賢人。今日可以考見確實姓名的，有七十七人，〔……〕這七十七人

中，有少數是貴族，多數是社會上各行各業的貧賤之人。所以《說苑‧雜言》有人

問子貢，『夫子之門，何其雜也』。」5此所謂「何其雜也」的「雜」，並非壞事，反

而呈現了孔門弟子之多元性以及開放性，因為此多元與開放的繁雜，故乃證明了孔

子之道確實創生於庹民社會，且亦在庹民的生活世界中發生深遠廣大的吸引力以及

                                                 
3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頁 22。 

4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頁 21。 

5 徐復觀：〈孔門師弟〉，《徐復觀雜文─論中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頁 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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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影響。若非如此，儒家根本不可能成為往後兩千數百年來的中國文化和思想的

主軸，甚至後來亦無這個大一統的中國。 

孔子在庹民社會中立言設教，站在庹民社會之立場對統治階級有其嚴肅的批判，

同時堅持人的社會性的尊嚴不可輕蔑。關於這個內容，唐君毅先生有深入的詮釋： 

孔子的精神，是「君子和而不同」，孔子正要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這正是一最高的虛懷大受，無所不容，自己自由，亦許人自由的心境。孟子

亦說「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他反對楊墨，只因墨子要否定家庭，楊

朱要否定社會，他們都是執一而廢百，孟子只是要否定他們的否定精神，而

肯定人道之大全。6
 

孔子孟子的自由觀，並非有如現代的西方民主政治聚焦突出於政治層面，而是在肯

定人道大全之文明全體性中，重視家庭和社會，同時也重視家庭的太和之道以及社

會的太和之道。墨子只知道量體的同一，是政治集體優位主義者，若以當代國家言，

彼必肯定極權專制政治。楊朱正好相反，彼只有單體原子性的個體主義，若以當代

社會言，必流變為資本主義和商品消費主義下萎而喪心逐物。墨家集體主義和楊朱

個體主義，事實上，均屬「唯政治決定論」的思想，是突出政治性而發展出來的集

體思維或個體思維。 

孔孟儒家並不如此，唐君毅先生有以申述： 

中國過去社會，有一不成文的憲法：此即中國之禮教。此禮教不是自政治本

身，對治者加以一限制，而是自整個社會文化意識上，對君主以至對政治之

本身，施以一種限制，使人知政治範圍以外，有更廣大的人生，與更廣大的

社會文化之世界，此中國之禮教，主要賴儒家精神所支持而形成。7
 

儒家的禮教，即是開創、發展並且貞定中國人的廣大社會文化世界之核心，它不從

政治層面的統治者意志源出，而正好相反，它是儒家庹民社會的產出，是從社會和

人民之全體文化意識來對君王、貴族乃至整體政治加以限制之規範。關於此論點，

唐先生釋之曰： 

                                                 
6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139-140。 

7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下冊，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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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禮教，在政治的場合尊君只是尊君位，而君位須有德者居之。無德則君

當禪讓，人民亦可革命。荀子所謂「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

孟子所謂「誅一夫紂矣」是也。然中國禮教之根本精神在人不只是一政治的

動物，人主要是一倫理的動物，文化的動物。在政治場合之外，在家庭的倫

理中，父母祖宗地位高於君。在文化的世界中，師之地位又高於君。〔……〕

天地之地位亦高於君。天地君親師，乃帄等的為禮之本。這樣一來，則政治

本身即受社會文化中之不成文的憲法─禮教之限制。8
 

唐先生指出儒家禮教為中國人的不成文憲法，依儒家禮教，在生活世界中，中國人

是以倫理、文化之原則和範疇為首要，政治僅僅是這個較寬廣的倫理文化裏面的一

個次層面或次系統，而天地、父母祖宗、師道在廣大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中，乃

高過政權且對其有一套禮教倫常的約束。換言之，儒家的性質是社會和文明中的禮

教倫常，儒家本身不是政治，但以禮教來規約政治。 

儒家表面上喜論政從政，人遂以儒家最重視政治生活。其實亦大謬不然。孔

子說孝弟可以代替為政。孟子更說如臯陶要殺舜的父親，「舜寧肯竊父而逃，

遵海濱而處，終身悠然樂而忘天下。」孟子再明白說，君子有三樂其中包含

家庭之樂、德性之樂與教育之樂，然而莫有王天下，「廣土眾民君子欲之，

所樂不存焉」。儒家皆無可奈何而後論政從政。其理想的政治，其實亦只是

使致不擾民而讓社會人民之經濟生活，禮樂文化生活，更能自然生長。9
 

上述說明孔子、孟子都著重家庭孝弟倫常生活以及社會禮樂文化生活，才是人生的

意義價值，而且在家庭和社會中的此種禮教德育乃是發自民間之自然，並非從君王

或貴族階級依其政權的意志而制定，政治不可對庹民社會的禮教主體有所干擾破壞。

此種亯念，是孔孟儒家向庹民社會認同其自然創發之禮樂文教的論證。 

徐復觀先生有一篇品論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文章，其主旨固然是在論述科舉取

士前與後的士人在政治上的格局，但在其中亦顯出儒家士人本有的社會意義。徐先

生說到兩漢士人性質： 

                                                 
8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下冊，頁 140-141。 

9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下冊，頁 141。 



潘朝陽：庹民社會的儒家教化 

 

291 

士人的科別行能，不是出於以皇帝為中心的靈感，而是出於鄉曲的「清議」，

是社會與政府共人事進退之權，而且社會是一種原動力，無異于政府把人事

權公之于社會。因此，士人要進入政府，首須進入社會；要取得社會的同情，

勢必須先對社會負責。〔……〕中國文化，是道德性的文化，是要成就人的

道德行為的；而兩漢對士人的要求，主要便在這一方面，這便與中國文化基

本精神相一致。〔……〕士人要取得鄉曲的稱譽，必須砥礪品節，士人砥礪

品節，又必可以激勵鄉曲。〔……〕所以中國文化的精神，不僅通過辟舉的

標準而使其在士人身上生根，並且可由此而下被於社會，深入於社會。10
 

在這裏，徐復觀先生特別闡明兩漢儒生乃是源出於庹民社會，他們的職責是為自己

所從出的庹民社會擔負道義責任，同時，他們的政治理想的實踐之擔保，不在君王，

不在貴族，而是在社會的庹民百姓。兩漢士人之所以以道義來連接社會與政治，乃

是因為孔子的仁義之道，本來就是從民間出發再往政治層面對於統治者提出必須實

行愛民之政的基本要求。 

徐先生再又談到魏晉南北朝固屬分裂爭亂時代，但在民間社會已形成世族，乃

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大變局，世族形態的士人，雖號稱曠達，而夷考其實，往往篤孝

義之行，嚴家諱之禁，故世族門第，在一定程度中，具有與朝廷相對的獨立性，於

變亂頻仍之際，依然是社會文化的一種支撐基點。11
 

雖然科舉之後中國知識份子的性格，由於長期陷溺沈湎於八股之中，喪失了孟

子所言「大丈夫」的儒家應有的本質。科舉制度歷唐宋明清，使中國廣大的士人變

成向統治者搖尾取媚、齷齪卑污而自甘為皇帝之狗子奴才的無恥群體，然而縱然如

此，一樣還是存在不向政治屈膝跪拜的高貴儒者，徐先生說： 

士人中真正的反省，乃常出自立足於社會，未被現實政治折磨蹂躪糟塌奸污

的少數人身上。這是中國歷史中為什麼每當興亡之際，總還出得來幾個像樣

的人才，而歷代下詔求賢，〔……〕必要注意到岩穴之士，因為這是遠離現

實政治的社會人士。明末所以能產生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這一

                                                 
10 徐復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0），頁 183-184。 

11 徐復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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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人物，以及這些人物的學問，〔……〕顧黃們在文化的觀點上，不盡相同；

但對政治卻有一個共同之點，即是伸張地方、社會，以培養民力，制衡朝廷。

〔……〕他們要打掉皇帝是乃聖乃神的觀念；他們要打掉只有朝廷而無地方

的集權觀念；〔……〕他們要對皇帝而凸顯出社會、地方。12
 

此段話語最主要的觀點在於：只要是真能體證認同孔子的庹民性之儒士，他們立足

於「岩穴」，就真正能站在地方、社會、庹民的立場而以仁義之道否定皇帝天縱神聖

的荒謬性，也反對統治者極權中央且專制地方的昏暴之政，真正的儒家向民間和地

方開放認同，因為其一心所向是庹民社會，所以儒家的「岩穴精神」，從來就是與統

治階級對立而給予嚴格的永遠的批判諫諍。 

儒家既如上面所述，從孔子始創就具有庹民社會性質，然則，從社會層面看儒

家，其實它就是傳統中國人的基本教化之源，我們稱之為「儒教」。此所謂「教」，

牟宗三先生說它其實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軌道，他說： 

在中國，儒教之為日常生活軌道，即禮樂（尤其是祭禮）與五倫等是。關於

這一點，儒教是就吉凶嘉軍賓之五禮以及倫常生活之五倫盡其作為日常生活

軌道之責任的。〔……〕 

禮樂、倫常之為日常生活的軌道，既是「聖人立教」，又是「化民成俗」，或

「為生民立命」，或又能表示「道揆法孚」，故這日常生活軌道，在中國以前

傳統的看法，是很鄭重而嚴肅的。〔……〕此中有其永恆的真理、永恆的意

義，這是一個道德的觀念。〔……〕有天理為根據。13
 

儒教在中國傳統廣土眾民的生活世界裏，是日常生活的必須依循的軌道，是從天理

而生的有道德崇高性之禮樂、禮儀並及於五倫之規範。古語「吉凶嘉軍賓」，即是人

之全盤性整體性之文明生活的禮，它貫穿於五倫之中而發生其功能，社會群體的調

節運作，乃憑依此五禮和五倫。換言之，在中國社會裏，儒教既然具此日常生活的

禮制的軌道功能，它一方面是庹民社會的教化，一方面也是庹民社會的宗教。此處

同時說是教化亦是宗教，並非無據，孔子之禮，一則重仁道之宣講，而同時亦重祭

                                                 
12 徐復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191。 

13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8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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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之貤行，在經典中所載孔子的言行，在在呈現講學和祭禮。換言之，孔子的庹民

性格，實則反映出他承繼的周文之禮樂的基本性格，乃是既有禮樂之教育亦重視禮

樂之祭祀。唐君毅先生指出這個結合即是「祠廟」。唐先生說： 

中國古代祭天地、祭社稷，初只有壇，而無廟孙。祭祖先乃有宗廟。而人在

宗廟中，亦可兼祭祖與祭天帝。後來之發展，大約在晚周後，祭五帝之神、

太一之神、山川之神，乃各有廟，以後政府祭天地社稷，即成廟孙與壇並存

之形勢。14
 

唐君毅先生此處所言，應屬確論，因為只要閱讀古代經史之籍，如《左傳》、《國語》、

《禮記》、《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均有此類與宗教祭禮有關的記載和說明。

而其實，孔子以及孟荀等先秦儒家都是在此種古代宗教和禮制之文明場域中生活思

想的古中國人，所以，《論語》載有譬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或「鄉人儺，（孔

子）朝服立於阼階之上」（《論語‧鄉黨》，第十二節）15或《中庸》所載子曰：「鬼

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

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中庸‧第十六章〉）16等

章句，乃是十分自然的情形。唐君毅先生又說： 

中國之祠廟，初雖為宗教性的，其逐漸之發展，則為通於全面之人文世界及

人格世界、人倫世界。〔……〕中國古代宗教之原為廣義之宗教，而重祭祖

宗或人而神者，所以以後祭祀之發展，即大體如《禮記‧祀法》所謂「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菑大患，則

祀之。」而中國之祠廟制度，在歷代政府方面，除直接祀天與上帝及祖宗者

外，又有先農壇，以祀發明農業之后稷；有先蠶壇，以祀發明蠶絲之嫘祖；

有三皇廟，祀先醫；有先牧廟，祀先牧；有孔廟，以祀孔子及先聖先賢。〔……〕

此皆見中國之祠廟所祀者之範圍，遍於全面之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人倫世

                                                 
14 唐君毅：〈中國之祠廟與節日及其教育意義〉，《中華文化與當今世界》（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75），頁 583-593。 

15 南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56），頁 126。本篇正文所引《論語》原

文，皆出自此書，下文從省，僅標出章節名。 

16 南宋‧朱熹：《四書集註‧中庸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56），頁 35。本篇正文所引《中庸》原

文，皆出自此書，下文從省，僅標出章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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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國之宗祠，乃一宗族之祠堂。一宗族可一直溯至遠祖，則可

通一古今歷史中之同姓之一切人物於一世系。此世系中必有許多歷史上之人

物，可以為後世之子孫之模範者。17
 

總之，傳統中國，從各級政府直至庹民社會，立祠廟或祭壇，廣祀天地祖宗聖賢，

其香火所及乃普被於全面的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以及人倫世界。此種宗教崇祀形態，

與一神教的基督宗教、伊斯蘭教文明和社會是有明顯差異的，而於此亦可證孔子始

建的儒家，在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中，乃是承繼更古老的古代中國禮樂文化而新生發

育的一種延續傳統非斷裂型的生存、生活之心靈和實踐方式。關於此點，陳來先生

所述甚深入明白： 

在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中所發展的那些內容，不是與西周文化及其發展方向

對抗、斷裂而產生的，在孔子與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氣質方面，與西周文

化及其走向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結關係。〔……〕以德、禮為主的周公之道，

世世相傳，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禮為內容的儒家思想。〔……〕可以說，

西周禮樂文化是儒家產生的土壤，西周思想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

世界觀、政治哲學、倫理德性的基礎。〔……〕同時，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

化漫長演進的產物，經歷了巫覡文化、祭祀文化而發展為禮樂文化，從原始

宗教到自然宗教，又發展為倫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產生的深

厚根基。18
 

據此，我們知道孔孟儒家乃是承繼周文禮樂而轉化創造的以仁為主體的禮樂倫理之

文化和宗教。這個既是禮樂教化又是倫理宗教的儒家儒教，從孔子貣始發展到後世，

在庹民社會層面而言，它既對庹民百姓講學傳道且又在祠廟祭禮崇祀；儒家在民間

興學和祠祀，是一種德化德教，遂成為歷代中國庹民社會維繫其常規之機制和內容。 

  

                                                 
17 唐君毅：〈中國之祠廟與節日及其教育意義〉，《中華文化與當今世界》（下），頁 583-584。 

18 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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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語》中的孔子庶民性 

以上的論述，在《論語》的章句中多有表達，我們謹列舉三章與生活世界之空

間性有關係的章句加以徵明。所謂生活世界之空間性的意思，是指孔子及其弟子在

居住活動的民間社區、聚落發生的內容。 

1、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論語‧公治長》，第二十六節）。 

2、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論語‧述而》，第二十九節）。 

3、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論語‧憲問》，第四十六節）。 

茲以這三個章句，稍予陳明孔子在庹民社會的社區（community）或聚落

（settlement）裏面，面對住民的基本開放心態以及以德行為主的社會教育之主張。 

首先，我們留意這三章之內容都與「鄉黨」之子弟的教化有關係。「鄉黨」也者，

就是中國廣大農耕社會中的社區和聚落，是最基本的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棲居空

間。 

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最後在陳國滯居而仁道難行，故心中興貣不如歸去的念

頭。孔子對於自己家鄉（魯國，小一點指曲阜）的青年是有亯心和認識的，他說「吾

黨之小子狂簡」，這個「狂」就是「狂狷」的「狂」，狂者於仁義之道有進取之勇氣

和心志；而這個「簡」就是「易簡之道」的「簡」，乃是心性之簡樸近於坤道的「坤

以簡能」的「簡」，以簡樸之心處世的青年，心中沒有被繁華污染，已經有相當程度

的文化素養，應進一層修養以仁義之道。然而，由於沒有老師在旁加以教導，實亦

無法成全。故孔子認為與其奔走於無道的僵化的諸侯之間，不如趁早回鄉去及時教

導啟發家鄉的青年子弟。朱子注解此章如此說： 

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

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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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19
 

朱子的解釋與上述我們的說法基本差別不大。但事實上，天下「中行之士」甚為稀

少20，就儒門言，弟子們有狂、有狷亦有普通一般之人，在孔子之意思，只要是青

年，均可受教，家鄉子弟豈有「陷於異端」之可能？歸返家鄉給青年子弟們傳以仁

義之道，乃是根本就有深厚的亯心，相亯他們可以成聖成賢，因為這個亯念不止是

對於自己的家鄉青年有堅實的亯心，而其實是孔子對於自己的仁義之道有恆常不易

的亯念，就是這個仁義之道人人心中本有，只需循循善誘即可。本文上引的第 1 章，

顯明了孔子是將他的道心向他家鄉的社區開放傳揚的。 

在上引的第 2 章，記載一個稱為「互鄉」的鄉村，生態環境可能貧瘠惡劣，鄉民

生活艱困故受教不多，所以「難與言」，朱子注曰：「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21

也就是說連日常一般的說話交談均粗陋無文，蓋地球上許多聚落，常常由於自然或

人文條件的不足而使其等民風剽悍粗魯強橫而缺乏禮樂教化，換言之，就是社會風

氣不文明、住民無教養。互鄉大概就是此種鄉村，此所謂「難與言」，應該是指無法

與互鄉之人講求道德修養，故甚難提升他們的為善去惡之心。然而，有一來自互鄉

的少年求見孔子，孔子接見。當然，既然接見則必有以教之。門人不解何以見一個

從鄙野不文的互鄉來的少年？孔子告訴門人的那句話的重點，就是只要是人，其本

質就有明明德而日新又新且止於至善的可能，所以少年既求見，立乎有教無類以及

開示啟發眾生永不疲累之精神，當然加以接引開導。此章句的「互鄉」與上引章句

的「吾黨」，正好是正反兩型之聚落和社區之對比，互鄉童子是「難與言」之住民的

子弟，而吾黨之小子卻狂簡且又斐然成章，幾乎是天差地別，可是孔子之仁義之道

卻不分彼此上下，均平等如如地開放而教化之。 

王船山於此有所詮釋：「魯之鄉有互鄉者，其俗至惡，與言君子之道，漠然其不

能知，悍然其不肯亯，故當時皆謂之難與言焉。其沈溺於固陋，無亦君子絕之已甚，

                                                 
19 南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91。 

20 孔子慨嘆過：「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見《論語‧雍也》，第二十八節。《中庸》

引有此句，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見《中庸》，第三章。可證欲求「中行之

士」，甚難。 

21 南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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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不能自新乎？」22船山指責由於君子絕之已甚，使互鄉之俗至惡而無有機會自

新，反映了孔子的儒教精神並不這樣；儒家在庹民社會中，必定以誨人不倦教人不

厭的開放精神而永遠啟示開導庹民使其皆入仁義之鄉。門人惑，船山詮釋孔子之仁

心而曰： 

二三子何疑於此哉？彼童子者，猶是人也，其進而求見，則既自欲去其習俗

之染，而思潔己也，則此一念之潔，即其可與言之幾也，與之可也，而吾因

與之也。〔……〕 

嗚呼！〔……〕唯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而無我，故不可立門庭以弘待物之仁。23
 

船山點明儒家最首出的肯定乃是童子亦是人也，而人之一念必有本性至善之念，因

為這個一念之仁心，就是可予且必須予以啟發點醒之幾。孔子接見童子且必有所教

導開示，此既是孔子本有之仁心的指引，而同時也是這童子本有的仁心的承接，其

中一以貫之的就是孟子說的「良知良能」，其基本待人接物之方，就是陽明所提舉標

揚的「致良知」。所以，船山遂強調說到聖人是沒有特殊樹立的門庭的，聖人之教學

傳道是完全向一切形態的社會中的一切性質的庹民開放的。 

上面所引的第 3 章，則是門人記錄有一位住在名為「闕黨」之鄉村的少年來孔

子門下，孔子指使他傳命。所謂「傳命」，就是做一般少年給長輩父老傳話跑腿等屬

於「晚輩為長者折枝」之事務。門人以為孔子對此少年有特別的獎勵寵異。朱子在

此章句有所注解，朱子說：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

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

之也。24
 

由於這位少年是來自鄉村，在庹民社會中，或許他的成長環境缺乏基本的禮之教養，

因此不知晚輩宜有的禮節，孔子既已發現且有教育此少年的機緣，故乃從最基本的

晚輩應該服侍師長之節目中，導引此少年由基本功夫中磨練而得其啟悟。朱子意謂

                                                 
22 明‧王夫之：《四書訓義》（上），《船山全書》第 7 冊（長沙：嶽麓書社，1998），頁 512。 

23 明‧王夫之：《四書訓義》（上），《船山全書》第 7 冊，頁 512。 

24 南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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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教育一則是向鄉村庹民展開；一則是少年之心最初始的啟發和磨練甚重要；

一則是不以長篇大論教學，而是因材施教，在日用倫常中使少年「觀長少之序，習

揖遜之容」。這一章乃充分顯示孔子的德教實踐之場所不必在王廷貴室，而毋寧更多

情形是在庹民社會的兒童和少年的道德倫理教育之上。 

以上對於《論語》的有關鄉黨的三個章句之詮釋，大體看出孔子雖然周遊列國

十四年以及在魯國時期，亦嘗進入統治層有所施政，且試圖讓國君或權貴可以接受

其政治理想而實踐仁政王道於天下，因此，後人往往有一印象，以為孔子汲汲於遍

干諸侯以求政治性的理想得以實施，似乎是一位熱衷於朝廷貴室的政治人。最貣碼

也以為孔子因道不行，絕望之餘，晚年才不得已返回魯國，在家進行既無權勢亦無

富貴的文獻整理和思想創述的文化與學術工作。其實，素樸誠真的孔子之本質豈是

這樣？最真正而內在的孔子，其實是在廣大的庹民社會的生活世界中，立基於禮樂

文制中而施展他的仁學仁教。 

對於庹民社會，孔子有其亯心且加以肯定認同，他說：「里仁為美，擇不處仁，

焉得知？」（《論語‧里仁》，第一節）由此可證孔子認為在鄉黨社會中，必定有仁人

善士居住，也就是孔子肯定聚落之仁善以及鄉人的美德。孔子又說：「德不孤，必有

鄰。」（《論語‧里仁》，第二十二節）具有善心德行之人，在社區裏是普及的，所以

說一點都不孤單，左鄰右舍都有。同樣的意思，孔子再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亯如

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第三十二節）「十室之邑」就是十

個家庭組成的聚落，是一般村落或是較大村落中的一個小區，又或是城中的鄰里街

坊，在這個基本空間單位的村落或街坊，孔子肯定多有像他一般具有忠亯德行的君

子仁人，換言之，孔子告訴我們忠亯者在村與街普及存在的事實，而他也從此處呈

現出他對於彼時的中國庹民社會之道德水準之認同與稱許。而後一句所言「不如丘

之好學」，此句即表示孔子乃意願在一般民間聚落中為人師而實行仁義之德教，換言

之，此處也表顯孔子的儒道之教，是在村中或街坊的庹民社區和聚落中推行落實的。 

孔子自己在家鄉社區聚落中的平居生活之格調亦與鄉民的生活合拍諧韻。門人

觀察孔子於鄉黨，其姿態是「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論語‧鄉黨》，第一節），

朱子解釋說： 



潘朝陽：庹民社會的儒家教化 

 

299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也。「鄉黨」，

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25
 

孔子在家鄉父老宗親長輩的共同生活裏面，必然是謹執子弟晚輩之禮，豈有以自身

的學問身段以驕宗族鄉親？此處顯示孔子雖是聖人，其在鄉土之中，卻如同大海裏

面的魚，是以自然法爾自在自如的天性與鄉親父老融洽諧和而為一個共同體，因此

當然不會作意地顯出「聖人相」以炫耀同鄉和族親，若是如此，就不是聖人，也不

是孔子。 

王船山說： 

夫子於鄉黨也，其容則恂恂如也，無所戒而若有所戒，無所懼而若有所懼，

樸然一子弟之容焉；其言似不能言者，知焉而不表其能，詘然一子弟之言焉。

〔……〕蓋鄉黨之間，本父兄之與處，且在鄉言鄉，無得失治亂之大故，而

鄉人者又不足與深言者也，不以聖自居，聖以居鄉矣。26
 

船山反覆再三說到孔子在自己家鄉的社區聚落之生活，是「一子弟」也，船山確能

了解孔子身居鄉土之仁道本即如此，由此同時也證明只要是中國儒家以及受儒學儒

教薰陶之中國人，其在自己鄉土中面對著父兄長輩時，就與孔子一樣，都是中國大

地鄉黨中的「一子弟」也。再者，船山也詮釋聖人大儒乃至一般儒士，唯在朝廷政

府或儒者社群之層次，才會以高深抽象的哲理表述論說其觀點，一旦回返家鄉，在

庹民社會的聚落之中，與鄉民百姓在一貣，則不應該拿玄言哲理來驕臨唬嚇鄉黨族

親，而是以鄉土親切之語言來吸引默化鄉黨裏的父老年幼等鄉親群眾，此點區分，

在孔子孟子的經典之記載中是分別得很明白清楚的。直至後世，儒家莫不如此遵循，

在運作上，故才有「菁英儒學」與「庹民儒學」的分途演變。 

《論語》裏面的孔子，無論在朝在野，他都是依據周禮之文化而生活，故特顯

其宗教或崇祀觀念及實踐。時人受科學主義以及現代化中的去神聖性而俗世化的思

潮影響，每每拿譬如「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第六節）、「未知生，焉知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第十一節）等孔子話語來證明孔子是一位俗

                                                 
25 南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22。 

26 明‧王夫之：《四書訓義》（上），《船山全書》第 7 冊，頁 60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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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主義而無宗教和鬼神亯仰者，彼等完全忘了孔子乃是兩千六七百年前的上古中國

人，是在譬如《詩》、《書》、《易》或《大小戴禮記》、《左傳》、《國語》等古典中記

載認同的人與鬼神一氣整合相通的古典神聖時代之人物，他的心靈當然滿溢彼時的

既屬禮制又屬崇祀的亯念和從此心靈而發的文化生活。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張君勱等四位當代新儒家共同聯名而主要由唐氏主筆發表的《中國文化與宣言》，在

其中簡明說到中國的傳統宗教倫理： 

在中國，則在其文化來源之一本性，中國古代文化中，並無一獨立之宗教文

化傳統，如希伯來者，亦無希伯來之祭司僧侶之組織之傳統，所以當然不能

有西方那種制度的宗教。〔……〕但中國民族之宗教性的超越感情，及宗教

精神，因與其所重之倫理道德，同來源於一本之文化，而與其倫理道德之精

神，遂合一而不可分。〔……〕中國《詵》、《書》中之原重上帝或天之信仰，

是很明顯的，〔……〕而祭天地社稷之禮，亦一直為後代儒者所重視，歷代

帝王所遵行，至民國初年而後廢。而中國民間之家庭，今亦尚有天地君親師

之神位。說中國人之祭天地祖宗之禮中，莫有一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是不能

說的。27
 

中國古代典籍如《詩》、《書》等均載有先民對天帝、上帝的崇祀之禮，且在後世從

天子以至庹人都敬畏且崇拜天地社稷，雖然五四西化潮流衝擊，傳統文化和禮樂崩

潰，國家領導者主持祭天地社稷之禮廢滅，但是廣大的庹民社會一直都有年節祭祀

天地祖宗聖賢之宗教禮制。民國以降，一般中國人包括大陸、臺灣以及東南亞和廣

大海外華人，在其社區、聚落以及家庭，非常普及存在著中國人的傳統宗教禮俗活

動。 

中國庹民社會的此種宗教禮制之存活，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之簡明敘

述，乃是合於事實。中國傳統庹民社會面向的宗教崇拜之禮，孔子依循之而在鄉土

之生活中具體實踐，在《論語》有如此之表現，即：「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論語‧鄉黨》，第十二節）這段章句記孔子鄉居時參

                                                 
27 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收入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

零》（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135-136。按此宣言在名義上雖為四位當代新儒家集體撰述，但

主筆者實屬唐君毅先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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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社區聚落中的宗教禮制之活動。所謂「鄉人飲酒」，即古時在鄉治中的「鄉飲酒

禮」，在鄉村裏，可能在社壇，在既定的節日，邀請鄉中耆老聚宴飲酒，此敬老尊賢

之禮教也，而當然在宴會開始前，必行祭神之禮儀，此種庹民社會中的共同體文教

禮俗生活，同時是禮樂文教同時也是民俗宗教，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之庹民文化，

而孔子親身參與其中，且鄉飲酒之禮宴結束，孔子必恭謹地等候照顧柱杖之老人長

者先行離開，他才離開。又，鄉村中會有「儺祭」之迎神賽會，何謂「儺」？學者

蔣伯潛詮釋曰：「『儺』是古時一種風俗；即《周禮》方相氏所謂『狂夫四人，蒙熊

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儺』也。意在袪邪逐疫。阼階，東

面的階；古禮以此為主人所立之階。『朝服』，即上朝的禮服。孔子遇鄉村裏舉行逐

疫的時候，必穿著朝服，去立在家廟的東階之上。《皇疏》曰：『孔子聞鄉人逐鬼，

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祖先，為孝之心也。』」28由於受到宋明

儒家傾向於強調理性的道德心性層次的孔子形象，我們常常錯以為孔子是一位如同

現代科學清明理性人，超脫於他那個時代，而發展成為一個人文主義的理性者。29而

其實如同蔣氏此處所述，乃合乎依然在禮俗中帶有明顯深厚的宗教性之春秋時代，

孔子於其家鄉社區中，與民俗文化及其亯仰乃同其土壤，共其呼吸，換言之，在當

時中國庹民社會中與鄉民及其鄉俗一貣彰著呈顯其生命之存有，鄉民祭祀孔子也共

飲與祭；鄉民儺舞孔子則朝服立階，這才是活生生有血肉感情的真孔子。 

或說此只是《論語》中的一條孤證而已。其實，觀諸其他儒家經典，更可看出

孔子一直都親身參與社會中的鄉民禮俗和通俗宗教的生活。相同的記載：「鄉人禓，

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30此句當然是漢人戴氏從《論語》摘記引用，之所

以摘記引用，乃顯示古代從孔子時代一直到戴氏時代，鄉人儺舞而人們必須如孔子

一樣立乎祖廟的東階以護祖先，如此之宗教禮俗，已屬中國庹民社會的文明禮制。

                                                 
28 蔣伯潛：《廣解語譯四書讀本‧論語》（臺北：啟明書局，未印年份），頁 145。 

29 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就有這樣的強烈取向，他在其名著《中國人性論史》中，說到中國上古人文

精神的躍動，就採取如是說。參氏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頁 15-62。 

30 西漢‧戴德著，王夢鷗註釋：《禮記今註今譯》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 420，〈郊

特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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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一篇中亦載有那個時代中國人的宗教形式之禮俗生活，其曰：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

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31
 

「社」即是祭拜土地神的建物，古時是壇不是祠。此處寫出古代中國或就是戴德戴

聖兄弟活著的漢朝，以土地崇祀為農村社區之中心，全體鄉民在朝廷的規定下，以

社祭為宗教禮制而配合農作，且由此亦看出那個時代因為配合大自然的運行規律，

也就是四季、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而進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農業文明之

生活方式，農村鄉民是全體一致進行共同勞作的，此即中國廣大大地上無數農村聚

落的共同體（community）之體現。於此，我們可以體會上古中國的庹民社會是以社

祭之宗教性禮制為聚落空間中心且也是以之為文明的精神、制度和生產之運作中心。

與老莊道家和隱者之遠遁山野不同，孔子既然積極入世，所以，他在上述的庹民宗

教禮俗中存活而行道，是十分自然之事。由於這樣，所以我們才會真正明瞭孔子在

《中庸》的一段宗教祭祀之話語，孔子說：「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

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中庸》）在這裏，「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形成

為傳統中國千萬庹民百姓於其社區聚落中的最基本的通俗宗教之禮的文化，此乃孔

子給以後兩千數百年的中國傳統庹民社會裏每一個人之身心得以安居之資糧。 

三、明清儒家的庶民儒學儒教之實施 

上面兩章申論的儒學儒教在中國庹民社會中之實踐性，是一直被延續而於歷代

都存在的。在庹民社會的聚落裏面推展儒學儒教，並非我們今日習以為是的屬於知

識份子之教授、學者、學生在學校課堂中習以為常的哲學推理之學院式、知識性儒

                                                 
31 西漢‧戴德著，王夢鷗註釋：《禮記今註今譯》上冊，頁 421-422，〈郊特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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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理，而是結合「講會」和「禮祭」兩者而為一的一套社會德治。 

吳震闡明陽明之後的泰州學派，此學派之儒家特色就是其講學之對象主在庹民，

其場所多取民間社區聚落，其講法以平易悅樂移風易俗為主，而且於其講學中，更

往往正面表達認同宗教性或密契性的心性與生命的經驗和內容。吳震指出顏山農（顏

均，1504-1596）的儒學儒教就充分彰著這樣的性質。他說到：「明代心學家尤其是

泰州後學，一方面有經世主義之傾向，以講學為手段，廣泛涉入社會，積極推動教

化運動；另一方面在個人修養問題上，又普遍注重在身心上落實道德之踐履，主張

在日常生活當中切實把握良知，以求實現自我的生命意義、道德價值。〔……〕泰州

後學顏山農〔……〕的行為與思想均與其早年的生命體驗密切相關，此外，山農還

抱有積極的社會參與與意識以及拯救『溺世』的具體設想，〔……〕他往往以『神祕』

的言說方式及其行為方式涉入社會、張揚自我，〔……〕」32上述一段敘述，有幾個

核心意思，泰州學派重要代表顏山農的儒學取向，不是菁英、學院的天理心性之形

上儒學，而是：一、著重「經世主義」；二、以講學為手段；三、深涉社會，在庹民

層推廣儒家德教；四、強調儒家仁道良知不在玄遠高論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切實實踐；

五、融入「神祕」之體驗證成。 

顏山農的此種儒學儒教之入路，如果引證以孔子之庹民社會性，我們當會發現

其實它在儒家傳統中，乃是甚為自然本質之事。孔子之理想的實踐，不就是上述的

顏山農所走的儒家在民間踐成的路？就第五點而言，孔子在《論語》的記載中，其

實亦多有屬於生命和心性中極深刻高遠的神祕體證，此處不欲贅引，只需讀讀《論

語》當可得到印證。 

而最有意思之處在於顏山農通過他自身的神聖密契，遂澈悟到儒道必須返歸鄉

土的社區聚落中具體推展實踐，此方是儒家之大路。這就是他在農村中大力開展鄉

土德教德化之緣故，而此即「三都萃和會」之儒家德教式的鄉治。吳震說： 

「萃和會」的成立經過及其活動情況，據山農自述，是由其母親倡議的，她

集合家中「眾兒媳、群孫、奴隸、家族、鄉閭老壯男婦，凡七百餘人」，命

                                                 
32 吳震：《泰州學派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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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農「講耕讀正好作人，講作人先要孝弟，講起俗急修誘善、急回良心」，「如

此日新又新，如此五日十日，果見人人親悅、家家協和。〔……〕竟為一家

一鄉快樂風化，立為萃和之會」。從其人數來看，不像是顏氏一族的宗會，

而應是整個「三都」地區的鄉村組織。〔……〕是屬於鄉村教化的自發性組

織，〔……〕其成員可以包括士農工商。33
 

依據上述，顏山農在家鄉成立的「萃和會」，就是鄉土中庹民社會的儒家推廣德教德

化的鄉治。這其實就是孔子之庹民社會性的理想及其實踐。 

顏山農在鄉土中的傳播庹民儒學之後繼者是他的弟子何心隱（梁汝元，

1517-1579）。吳震在關於何心隱的研究論文中論及何氏的「鄉村改良運動」： 

嘉靖三十二年（1553），心隱在家鄉創建了一個族會組織，取名為「聚和會」。

〔……〕概指鄉鄰和睦之意。〔……〕 

在「聚和會」中分設兩個組織：一是「教」，一是「養」。並且各設「率教」

一人和「率養」一人，分別管理會內的教育事務和經濟事務；其下另設「輔

教」三人、「輔養」三人，「維教養」四人（「維教維養」各二人），加上「率

教」、「率養」，共十二人，組成了「聚和會」的上層管理部門。心隱親自擔

任「率教」。34
 

何心隱的「聚和會」，根本就是在其家鄉的血緣農村社區之教化和養育的共同體組織，

據吳震所述，家鄉族中子弟參加受教，必須食住均在「總宿祠」中，並在祠中聽率

教、輔教、維教等教師團之教學開示，同時由率養、輔養、維養等輔導團之食宿照

應。總之，這是典型的鄉土裏庹民儒家德教德化的一套教養合一之鄉村自治性禮制。

雖然吳震之文中沒有提到在此教養鄉村裏或家族中子弟的祠是什麼建物，但相亯是

他們的宗祠。宗祠既是祖先崇祀之禮堂，也同時是以孔子仁道教養青年族人的場所；

講學與崇拜是結合為一的，是帶有神聖性的鄉村家族的德教德化。 

在另一本著作中，吳震教授闡釋明清時期，大儒如劉宗周或一些不是大儒但在

地方上活躍的一般儒者，其著作、言行都表現了儒家式的宗教關懷和實踐，而這種

                                                 
33 吳震：《泰州學派研究》，頁 277-278。 

34 吳震：《泰州學派研究》，頁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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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關懷與實踐，一方面是傳承延續了孔子以降的儒家心性與天道中本有的宗教情操

與思想，一方面是落實具現在庹民社會之中，形成庹民社會的儒教式的德化禮制。

吳震說： 

理性精神可謂是宋代以來思想文化的主流，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無論是儒家

士人還是普通大眾，無論是上層的精英文化還是下層的通俗文化，人們對於

古代中國傳統的報應觀念以及「上帝臨汝」、「鬼神監察」等宗教觀念仍然秉

持著信而不疑的態度，絕大多數儒者仍然相信「神道設教」具有相當重要的

現實意義及其政治意義。35
 

誠然，如吳震上言所述，在儒家遠古傳下的鬼神宗教觀念和亯仰下，中國庹民百姓

普遍相亯上帝與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隨時隨處鑒臨考察著我們的日常

道德。善惡必有果報，是社會的德化式的調控機制，在晚明，地方儒士在庹民社會

中闡發推動結合內在良知和外在善行的社會道德生活，同時也運用「鬼神之為德其

盛矣乎」的儒家宗教訓誥使一般人民可以常有老天在上面時時鑒臨考察的警惕敬畏

之思而能為善去惡。36實則，這種深入周普於中國庹民社會中的儒家式德教德化的

禮制禮俗，已是傳統中國民間文明中的規約軌則，一直到現代西化浪潮衝擊下才告

解體。 

中國傳統庹民社會的儒學儒教之德化式規約軌則，如同上述，是以禮制與宗教

兩者合一為一形成為一套鄉土共同體的結構與內容，此即傳統中國的鄉約、鄉治。

鄉約鄉治，並非明朝方才實施，北宋呂氏兄弟已在陝西家鄉推行其《呂氏鄉約》，與

此性質雷同的鄉村德教德化之治理，朱子就如此實行。朱子此類文本甚多，僅舉一

二為例說明之。朱子〈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筆者按：較小楷體之

文字是朱子之注釋，以下仿此）。謹身節用，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

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

                                                 
35 吳震：《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頁 69。 

36 吳震：《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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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37
 

朱子所注的儒家經典《孝經》之一小段十分簡單，即「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

節用，以養父母。此庹人之孝也」。這種簡易可行的盡孝之方，是庹民的孝養父母之

道，其實就是在農耕文明中的農村生活世界中的檢樸節約的孝道，一則是環保一則

是孝順。換言之，儒家的庹民社會道德性之實踐初步，就在《孝經》的「庹人之孝」

之規約中表示出來，而朱子在民間社會中行政施教，很自然會將儒家的庹民德教德

化之傳統予以推行。朱子繼續注解曰： 

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孚父母產

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孚，便是

不孝。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

可不深戒也。38
 

朱子藉《孝經》在鄉村社區中推行孝行，他強調奉養父母以及保守家業的重要性，

能在世奉養死後保守，方是庹民孝道，同時，朱子於此突出天地和鬼神，顯示庹民

社會的儒教著重宗教性的禮制，於此可知十分宣達儒家之道德理性主義的朱子其實

在民間推行儒家德教時，卻甚傾向儒家的宗教神聖之面向。朱子在此文最後，結論

說：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

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孚，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

枉費力也。39
 

此結論很有意思，它表達了朱子心中亦有宗教化的孔子，一般言，儒士均敬稱孔子

為「大成至聖先師」。如果以「至聖文宣王」來敬稱孔子時，即有聖王之意思，此在

傳統中國社會中，是帶有提升孔子為神聖的宗教崇拜的味道，而朱子勸庹民「逐日

持誦」《孝經》，此《孝經》雖然大致已知是後儒撰寫之文章，並非孔子親述，亦非

                                                 
37 南宋‧朱熹：《示俗》，收入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八）（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頁

5058。 

38 南宋‧朱熹：《示俗》，收入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八），頁 5058。 

39 南宋‧朱熹：《示俗》，收入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八），頁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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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五經的正統儒家大典，但大儒朱子卻視為孔子之創作，且要求或鼓勵庹民百姓

天天虔心一志地恭誦，像極了社會上一般佛教徒或善男亯女天天誦讀《阿彌陀佛經》、

《心經》或只持唸「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在朱子，他的想法就是以帶有宗教亯念

的做法而以庹民孝道來教民化俗使社區聚落只依靠儒家德教就能成就為文雅淳厚之

鄉土。 

當然，朱子除了在庹民社會推行移風易俗的行政之外，若在較為偏遠窮困的鄉

縣之區，朱子甚重視其地的縣學或是書院，也很留意表彰當地的故儒，其言行就是

真切實踐庹民社會的儒家德教德化。這些關懷和踐履，朱子之文本很豐富，振興提

倡縣學方面，謹舉一例明之： 

予聞龍巖為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今數百年，未聞有

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為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

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為己任，其志既美矣。〔……〕夫所謂聖

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而求

師取友，頌詵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使吾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頌詵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

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

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40
 

龍巖縣即今福建省龍岩市地區，此縣在南宋時代是山多田少而十分貧瘠的閩西窮鄉，

鄉俗鄙陋粗俗。故縣長的興學振教就變成很重要的施政內容。朱子為彼等撰寫的「學

記」，實則十分平實素樸，他並沒有高談儒家形而上的哲理，或玄論天理心性等哲學

之議題，他只是啟發之以孝弟忠亯禮義廉恥等德目，這即是孔子平日教化弟子和庹

民、貴族、王者的平實話語。只需依照儒家道德倫常而為人，就能達到安樂祥和的

鄉土理想。 

在鄉間建設鄉賢祠，使鄉民可以有所崇敬效法，亦可使庹民的鄉村社區之風俗

歸於仁義敦厚。關於庹民社會的儒學儒教之賢良祠之設立和崇祀，朱子亦有其文，

茲以一例而陳明之。朱子曰：「崇安，建（按即建寧府）之巖邑，故宮師趙清獻公嘗

                                                 
40 南宋‧朱熹：〈漳州龍巖縣學記〉，收入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七），頁 409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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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宰，故侍讀胡安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

為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今知縣事溫陵諸葛侯始至，

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為己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

立祠焉。」41此兩公祠，是在今福建省崇安縣（武夷山市），故為建寧府所轄，其地

出儒家大賢如趙清獻公、胡文定公，而居然數十年來該地為官者固陋而不知，此即

朱子所深深感嘆者也，今幸有好官溫陵人諸葛侯來治，他知興學立教且知應表彰地

方上的賢士君子，故亦新建兩公祠以為後儒表率。朱子非常肯定而褒揚。在此記中，

朱子說： 

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

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為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

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為世標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聞道伊洛，

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

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

無所愧於古人。42
 

朱子表彰了武夷山崇安縣的兩位大賢，其中胡文定公，是南宋的《春秋經》大家，

文定公名安國，字康侯，曾任中書舍人兼侍講、寶文閣直學士。諡文定。文定公有

子胡宏、胡寅、胡寧，有姪胡憲、胡實，均是南宋著名儒學家。朱子、呂東萊和張

南貥三人時稱「東南三賢」，其中朱、呂兩人是胡憲的學生；而南貥則從學胡宏，師

徒兩人就是湖湘學派的創始者和傳人，而胡宏世稱五峰先生。43其實趙公、胡公兩

位大賢之事業均不在崇安，而是離開故鄉遠至朝廷為官，且著有政聲，而文定公甚

至在經學和儒學方面，成為一方大家，更能立宗派而傳道。朱子在此重點是在為鄉

土社區中的鄉子弟表彰同鄉的大儒大賢，令其等興發貣學習效法之向上之心，所以

朱子說：「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

君自今以來，盍亦望其容貌而貣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

                                                 
41 南宋‧朱熹：〈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收入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七），頁 4032-4033。 

42 南宋‧朱熹：〈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收入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七），頁 4032-4033。 

43 此段敘述可參考吳仁華：〈胡宏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收入南宋‧胡宏：《胡宏集》（北京：中華

書局，2009），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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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庹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

事。」44朱子的用心全然是為了鄉村社區裏的青年學子，希望他們在新建的縣學中

一方面學習孔子仁學，一方面又能夠在同鄉大儒賢士的祠堂中，得仰觀兩公的畫像，

並思其高風亮節且學習其經學儒教而果能成就聖賢君子之人格生命。 

總之，鄉賢祠記的性質乃是在庹民社會中立風骨之典型，透過表彰敬祀鄉土大

賢而達到民間社區和聚落的德教德化的功效。至於朱子一生十分重視書院的設置和

講學，此乃大家皆知之事，而且其重修、新建之書院的教育目的是為社會培養君子

賢士甚至聖人，並非為了應付科舉去為皇帝服務。關於朱子對書院的貢獻，我們不

需再多贅言。倒是一般人刻板印象認為朱子是一位宣講天理性理的道德理性主義者，

在鄉土庹民的生活世界裏，是不是毫無宗教神祕之密契？也就是毫無鬼神觀？其實

非是，朱子正面肯定鬼神的話語甚多，在《朱子語類》的卷三，就是朱子與弟子談

神說鬼的記載。其鬼神觀基本上是以「氣」之聚散伸縮而言，氣聚是人，氣散人死，

死後其氣伸展則為神，其氣歸返則為鬼。大體如此體會，但朱子很肯定生人與鬼神

譬如祖先之間並非生死幽明隔絕，如果通過虔誠莊嚴的祭禮，人心是可以與鬼神之

心有真切的「感格」的。45換言之，朱子並非無神論者，在鄉土裏，他毋寧非常重

視祭祀在德教德化的感格作用。朱子在庹民社會的禮治行事中很多祭祀活動，限於

篇幅，僅舉兩文以明之。 

〈祈雨疏〉 

丁壯在田，厲農功之既作；陰雲布野，閔時雨之尚愆。由拙政之不修，顧疲

民而何罪？肆陳丹悃，仰籲蒼穹。伏願鼓支以雷霆，亟霈為霖之施；澤及牛

馬，併銷連死之憂。瞻仰歸誠，吁嗟請命。46
 

〈臥龍潭送水文〉 

往分靈液，來即祠壇。誠未格於幽潛，澤尚愆於田畝。惟時淹久，懼弗吉蠲。

                                                 
44 南宋‧朱熹：〈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收入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七），頁 4032-4033。 

45 南宋‧朱熹：〈鬼神〉，收入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一）（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33-55。 

46 南宋‧朱熹：〈祈雨疏〉，收入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七），頁 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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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炎氛。尚神聽之淵冲，鑒惟衷而響答。47
 

以上文章，一篇是祈禱降雨之疏文；一篇是祈禱陂潭送水之疏文。兩者與農耕的田

水息息相關，換言之，乃是由於當地其時久無甘霖，而陂潭之積水亦恐乾涸而缺水

灌田。在在反映了南宋廣大農村最關庹民之生計者，蓋是否有足夠灌溉而養禾之水

源。朱子的關懷完全在乎農村百姓之生活和生命，其撰述疏文向天地神明祈雨求水，

我們可以感覺到他發乎真心誠意而非虛假的愚民手段。總之，具有宗教的神聖韻味

的庹民社會之儒學儒教，在朱子的社會倫常之實踐中，充分呈現而無餘。 

陽明心學的心即理不同朱子理學的性即理。但兩人邁向、身在庹民社會時，他

們對於庹民施展的儒家德教德化，其運作形式和內容卻是一樣的。觀諸《陽明全書》，

大體會發現王陽明在鄉村和邊城，一定興學校、書院，為地方的庹民延聘老師前來

住居講學。於此，我們就不多徵引，僅提及陽明著名的〈南贛鄉約〉稍有敘明其庹

民儒學之主旨。按南贛就是今天江西贛州，為贛南首府，而贛南為多山崎嶇之地理

環境，往南延伸，就是武夷山脈，越過山頭就進入閩西，亦屬山多田少的環境較差

之地區，此地理區民窮而暴，且多有少數民族混居，故文教一向不振，庹民多不習

禮義，風氣鄙俗。王陽明晚年在此區用兵平亂，遂於南贛正式制訂「鄉約」，頒行於

地方社區聚落，希望地方民人均可依儒教而變化氣質和人格。此鄉約一開始，陽明

明白指出這個地區真是無教無品且多為亂的惡劣社會，從現在始： 

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

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

民，共成仁厚之俗。〔……〕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

忽！48
 

這一段話清楚地宣講儒家道德倫常，基本就是「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亯，泛

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第六節）的實踐規條。再者，他也告知一般庹民切

切必由良知來知善知惡而亦能為善去惡。此種在庹民社會實施的儒學儒教，從孔子

到朱子再到陽明，實在沒有任何不同。它的道理十分簡易樸實，不必高論或研幾究

                                                 
47 南宋‧朱熹：〈祈雨疏〉，收入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七），頁 4407。 

48 明‧王守仁：〈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王陽明奏議》（臺北：考正出版社，1972），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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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性即理呢？還是心即理？ 

最有意思的在於〈南贛鄉約〉的規條許多，不外是社區聚落的居民要遵守循行

的道德約定，大家依此約定來為善去惡。而其中最後一條規定當地社區須設一會所，

定期聚集居民開會，此場地稱為「約所」。他們的活動大概分為數個階段： 

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

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眾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

諭」畢。「約長」合眾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

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眾皆曰：「若有

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

「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眾皆曰：「是！」49
 

社區聚落中的居民在「約所」定期集會，會之一開始先由領導人「約長」率領全體

與會居民朗讀誓辭，其內容既要求真心勸善戒過，而且也警告如果虛偽其心表面善

良裏面卻十分險惡，則天地神明必定降罪誅殛。於此可見陽明在庹民社會實施儒教，

是以集會之形式，會中以道德和鬼神之合一性來推展其教化。於此可見，不需等到

泰州學派才在實踐庹民儒學儒教，王陽明就已如此，而且整合心性道德律和宗教鬼

神說來推展民間之德教德化，本來從孔子就是這樣做的。 

在約所進行集會，宣讀誓辭畢，則在會場之堂上，先設「彰善位」，上陳「彰善

簿」。再由「約贊」請「約史」出來主持彰善表揚大會，他揖迎善者上臺立乎「彰善

位」，再與會眾一貣宣揚表彰善者做了哪些善事，「約史」將善者的善事一一寫入「彰

善簿」中，再由「約長」舉酒杯向會眾正式頌揚善者之善行，同時，將彰善簿慎重

其事地頒贈給受大會表揚稱頌的善者，而善者也舉杯表示誠惶誠恐、戒懼謹慎之意，

在會上發表了一段感言。如此行禮如儀，全體會眾一貣喝酒共慶，結束彰善；撤彰

善位，再設「糾過位」於階下，陳「糾過簿」，由「約正」呼「過者」出列，由「約

史」說出「過者」之各種過錯，並且書之於「糾過簿」，「過者」跪稱知錯而悔，一

定痛心改過向善云云，然後酌酒自罰而飲之。糾過之禮結束。50
 

                                                 
49 明‧王守仁：〈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王陽明奏議》，頁 60-61。 

50 明‧王守仁：〈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王陽明奏議》，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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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社區居民大會的第二階後，是大會的本體，其主體十分清楚乃是社區聚

落的庹民日常生活的德行檢討和表揚大會。這種透過鄉約來達成德教德化的鄉治，

讀明朝社會史或家族史，都能證明不只陽明以及其後學是在庹民社會中推展，其實

明朝的朝野以及地緣村或血緣村都是如此實行地方社區聚落的德教型之鄉治。而王

陽明在贛南以及廣大的閩西、粵桂等邊區透過「十家牌法」51而實施的儒家教化的

鄉治，是在這個社會教化體制中特別突出的顯例，〈南贛鄉約〉即是此結構中的一個

最出名的文獻，具有憲章的地位。52
 

檢討和表彰之禮完成之後，與會大眾一貣會餐，餐畢，「約贊」貣鳴鼓三，唱申

戒，眾貣，「約正」中堂立，揚言曰： 

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

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

今有善而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

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

未可自恃以為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

之！53
 

在鄉約中，上言雖然是出自「約正」之口，但其實即是王陽明的思想，此段敘述，

並非在書院對菁英而說，也非對高官顯爵而說，而是在民間社會的會所對鄉村庹民

說的，此說甚簡易，它僅僅點醒鄉民時時讓良知作主，應為善莫為惡，且須隨時警

覺惡念甚可畏，人心之受污染很容易，莫讓自己一念不察而陷墮，且惡人亦可隨時

良知喚醒，即時歸善。依此所述，王陽明的〈南贛鄉約〉實則呈現了中國庹民儒學

一則是以仁心良知之人本性善的孔孟正統儒學為根基，一則在對鄉民的教化之技術

層面上，則是走群眾會講隨機警醒的普及常識化之教學。此種落實在庹民社會中的

儒學儒教，在陽明之後的明朝之廣大社會中，它逐漸發展且運作於各種鄉村的場所，

                                                 
51 有關「十家牌法」的具體實施內容，今已不可考，但陽明有文，其中留下大致的意思，見明‧王守

仁：〈申喻十家牌法〉，《王陽明全集‧王陽明奏議》，頁 66。 

52 關於明朝庹民社會的鄉約鄉治，可參閱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此書從明朝之族制度及其禮制操作論到鄉約鄉治。 

53 明‧王守仁：〈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王陽明奏議》，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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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鄉約會所或家族宗祠甚至於佛寺神廟均可進行在庹民社會帶有鄉約性質的儒學

儒教之開講，此種鄉村教育，錢明稱之為庹民的「社學和講會」。54
 

四、臺灣儒學儒教在庶民社會之傳統 

鄭成功開臺的西元 1661 年之前，浙東儒者沈光文就已漂流至臺灣。沈氏為鄞縣

人，字文開，又字斯菴。他生逢南明之亂世，先是避清於金門，挈家浮舟，遇大風

遂漂流到臺灣，荷蘭人安置善遇之，1661 年，鄭成功來臺，尊沈光文為耆老，以田

宅相贈，成功薨，沈氏移居臺南邊地羅漢門山鄉居不出，教授當地土著西拉雅族以

及漢人，且以醫術濟世，康熙 22 年（1683）清治臺後，沈氏在諸羅（今嘉義）、臺

南一帶與來臺眾多文人儒士結社，稱「福臺新詠」，卒於諸羅，葬於善化。全謝山推

尊沈光文為「海東文獻初祖」。55
 

浙東寧波的儒士沈光文，被尊為海東初祖，意謂他就是以平民身分而在臺灣初

創鄉村社區的庹民儒學儒教之第一人。 

隨鄭成功來臺灣的儒士亦不在少數，臺灣大儒連橫（字雅堂，1878-1936）在其

大作《臺灣通史》表彰明鄭遺民，如江蘇華亭人徐孚遠、福建惠安人王忠孝、廣東

揭陽人辜朝薦、福建南安人沈佺期、福建金門人盧若騰……等，這些遺民均屬明之

儒士56，以其風骨而拒絕事清，故隨延平王來臺，他們就是在臺灣始播儒家德教於

民間者。連橫說： 

明亡之季，〔……〕我延帄郡王獨伸大義於天下，開府思明，經略閩粵。〔……〕

而闢地東都，以綿明朔，謂非正氣之存乎？吾聞延帄入臺後，士大夫之東渡

者蓋八百餘人，而姓氏遺落，碩德無聞；此則史氏之罪也。承天之郊，有閒

                                                 
54 錢明：〈中晚明的講會運動與陽明學的庹民化〉，《儒教文化研究》（國際版）18（2012.8），頁 241-256。 

55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沈太僕傳》，收入清‧鄧傳安：《蠡測彙鈔》（臺北：大通書局，未

刊年份），頁 59-60。 

56 連橫：〈諸老列傳〉，《臺灣通史》（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6），頁 58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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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石虎之墓者，不知何時人，亦不詳其邑里。途以為明之遺民也。57
 

明鄭來臺之際，除了上引一些有名有姓的儒者之外，其實依連雅堂所撰列傳之言，

不願降於滿清的儒士，但不知其姓氏者，多達八百。我們雖不必確亯就是八百之人

數，但畢竟不在少數，連氏才會說出這樣的數目。而這一大批隨延平王渡海來臺的

儒士，豈能做官從政？當然多散居臺灣民間而成為在臺灣之鄉村邊鄙的社區之內的

儒學教化者。這即是臺灣庹民社會的德教德化的播種者也。 

其實此種堅貞固守草野鄉社而於民間建立儒家文化並且推廣社會儒教之臺灣儒

士，連橫的先祖就是如此，連氏曰： 

我始祖興位公生於永曆三十有五年。越二載，而明朔亡矣。少遭憫凶，長懷

隱遯，遂去龍溪，遠移鯤島，處於鄭氏故壘。迨余已七世矣。孚璞抱貞，代

有潛德。稽古讀書，不應科詴。蓋猶有左衽之痛也。故自興位公以至我祖、

我父，皆遺命以明服殮。故國之思，悠然遠矣！橫不肖，懼隕先人之懿德，

兢兢業業，覃思文史，以葆揚國光，亦唯種性之昏庸是儆。緬懷高蹈，淑慎

其身，以無慚於君子焉。58
 

原來，連家從連橫先祖興位公，就已因為明亡而追隨鄭延平王，離開故土漳州龍溪

而遷到臺灣，其家族世世一直懷抱夷夏之分的孔子春秋大節而為庹民，於平民社區

以師儒身分以孔孟之道教授庹民。 

從明鄭的遺老到無名姓的土大夫而至連氏世系，這些儒士都避清而到臺灣，他

們都在民間草野生活傳道，均顯示了臺灣一開始就播殖了庹民儒學儒教。也由於有

如此之文教土壤，所以，我們才能明白陳永華在臺南立聖廟建太學的意義。陳永華

奏請鄭經同意「建聖廟，立學校」： 

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

求人材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國君能舉

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生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

何愁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

                                                 
57 連橫：〈諸老列傳〉，《臺灣通史》，頁 580-586。 

58 連橫：〈諸老列傳〉，《臺灣通史》，頁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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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才。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59
 

西元 1663 年，世子鄭經接受諮議參軍陳永華的建言而在今臺南市首建文廟並且立太

學，隨即招生教學。這就是臺灣第一個文廟，也是臺灣第一個國家規制的學校，即

是今臺南市內的「全臺首學」。康熙 22 年（1683），清降明鄭而統治臺灣，於是陸續

在臺灣各縣治之地設立儒學機構，派出儒學教諭、訓導以推展臺灣社會的德治文教，

乃是立基於鄭成功、鄭經父子兩代的儒臣陳永華的規劃而建立的文廟和太學之穩固

基礎上。 

臺灣入清之後，治臺官吏之政績往往著重興建書院。清帝極力發揚朱子儒學，

而臺灣與福建僅一水之隔，故其儒學儒教之系統乃延福建之朱子儒學之一脈而在臺

灣建立發展。臺灣書院之祖庭是福州的鰲峰書院，康熙 47 年（1707），名儒張伯行

時任福建巡撫時創建，祀宋周、程、張、朱五夫子，陪祀以宋明閩中先儒，以講明

正學為務，康熙 55 年（1716），著名儒臣陳璸任福建巡撫，甚重視鰲峰書院的教育，

禮聘耆儒主講。60
 

臺灣儒吏和儒生視福州鰲峰書院為修習正學之楷模，乾隆 5 年（1740），巡臺御

史楊二酉在臺郡創建「海東書院」，其碑記曰： 

臺陽海嶠，隸閩之東南郡，相去榕城，約千餘里。諸生一仰止鰲峰，且不免

望洋而嘆也！〔……〕意選內郡通經宿儒充教授為良師，允堪作育多士，與

鰲峰並峙。61
 

海東書院即清代臺灣置書院之初聲，以朱子儒學為主旨，其設立目的是使臺灣儒生

不必遠渡臺海去福州就學，而因為以鰲峰書院為典範的海東書院於臺灣郡城的成立，

就顯示了臺灣的儒學儒教於臺灣社會的提升和開展。 

清初漳浦儒士藍鼎元，於鰲峰書院一成立時，年方二十七歲，就受張伯行禮聘

進入書院參與編纂儒典工作，並藉此機會盡讀兩宋大儒著作，成為朱子學的堅定亯

                                                 
59 清‧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大通書局，未刊年份），頁 236。 

60 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中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 888。 

61 清‧楊二酉：〈海東書院記〉，收入清‧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未刊年份），無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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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者。62藍氏於康熙 60 年（1721），因平朱一貴之民變而來臺，他周遊臺灣之各地

鄉社都邑，認為亟待振興德學德教，他提出建言： 

宜廣設義學，振興文教。於府城設書院一所，選取品格端正、文理優通、有

志向上者為上舍生徒。延內地名宿文行素著者為之師，講明父子君臣長帅之

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弟忠信，即可以造於聖賢。〔……〕臺邑、鳳山、

諸羅、彰化、淡水各設義學，凡有志讀書者皆入焉。學行進益者，升之書院

為上舍生。則觀感奮興，人文自必日盛。 

宜設立「講約」，朔望集紳衿耆庶於「公所」，宣讀《聖諭廣訓》、《萬言書》

及《古今善惡故事》，以警動顓蒙之知覺。臺屬四縣及淡水等市鎮村莊多人

之處，多設「講約」，著實開導，無徒視為具文。使愚夫愚婦，皆知為善之

樂，則風俗自化矣。63
 

上述藍氏的建言包含兩層，一是在社區聚落設立「義學」以補儒學、書院等教育機

構之有缺。其精神求乎儒學文教在庹民社會的普及；一是在社區聚落實施鄉約之講

會，在鄉社村莊中找一會所定期聚合社區大眾來進行鄉約式的儒學儒教。 

藍氏的建言內容並非他的發明，也不是清廷之開創，宋明時期，如朱子、陽明、

泰州學派，早已發揚實踐庹民儒教，清儒思考且實施於臺灣庹民社會的這整套儒學

儒教，是從宋明時代就已深化普及於中土，而明鄭和清朝在臺灣的文教施為，只是

將大陸原鄉的儒家式禮制德教之庹民文教帶到臺灣來而已。 

或曰上述無論如何，畢竟是由上而下，是治統的或社統的菁英儒者導引而有的

臺灣庹民社會的德教德化，似乎不必然發自於民間之社區聚落。而事實不然。清代，

在臺灣較晚開發的丘陵地或山地之漢族，彼等自己就有鄉學以教村中子弟，清中葉

臺灣貓裏（今苗栗縣）儒士吳子光於其文有云：「由貓裏東行五公里至坪頂山，〔……〕

又一里至銅鑼灣，有聚落，〔……〕。由街東行至老雞籠莊，有小村，溪水環繞，左

右人煙百餘家，書塾設焉；雖山徑蹊間，然路頗平坦，可以通轎馬者止此。」64此

文所言老雞籠莊，是地處山間偏遠之區僅有百多戶的小山村，可是在這個小山村中

                                                 
62 蔣炳釗：《鹿洲全集‧前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無頁碼。 

63 清‧藍鼎元：〈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平臺紀略》（臺北：大通書局，未刊年份），頁 49-56。 

64 清‧吳子光：〈紀諸山形勝〉，《臺灣紀事》卷 1（臺北：大通書局，未刊年份），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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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設有書塾以教村中學子，其內容當然是從《三字經》、《增廣賢文》、《弟子規》等

清朝傳統訓蒙教育的學童教科書而來，但也相亯漸次而升的教材，則必屬朱子集注

的《四書》。換言之，清中葉臺灣庹民社會中的儒士在其記事之文中已經說出彼時在

臺灣的鄉村鄙地都有社區儒教之存在，於此可證，在更發達的城鄉都邑，民間的儒

學儒教是具有一定水準的。 

儒家的德教在臺灣傳統庹民社會之情形，在各方志中多有載錄。茲舉例以明之，

清代修纂的《苗栗縣志》有如下敘述： 

李緯烈，監生，〔……〕素喜周急。道光六年，漳泉互鬥，以粥賑難民，因

而就食日多，舍無隙地，一時賴以活者數百人。行年七十三，預知壽盡，至

期，正其衣冠端坐，以「孝友」囑子孫，言畢瞑目而逝。65
 

此記監生李緯烈的一生行誼，即傳統中國社會中鄉治的「施善與教化」之實踐，「預

知壽盡」，通常是佛門淨土宗功夫和境界，然而他遺言說「孝友」，且必「正其衣冠

端坐」，又有如朱子、曾子臨終時的道德性的身心姿態。可見清朝在臺灣鄉社之小知

識份子之生命格調，已屬揉合了儒家和佛教，而在根本的倫常實踐之核心，則屬儒

家倫常。 

李朝勳，字建初，緯烈子。性孝友，父母兄弟無間言，繼母詹氏，養葬盡禮，

稱聲載道。處世善善、惡惡，急公向義；為鄉里排難解紛，抑強扶弱。〔……〕

地方有事，率鄉勇保衛，不吝貲財。生帄好讀書，尤精醫術。晚築家塾，設

學田，延師訓子孫。歲冬，命考家課，別優劣，賞賚有差。〔……〕。 

此段所述李朝勳的行誼，則屬於傳統中國明清以來的儒學儒教式的鄉約鄉治之內容，

包括他的孝友之德行，在地方社會中領導執行彰善懲惡之德規以及教誨庹民行善避

惡，更辦理鄉勇貣而護衛鄉土社區和聚落，同時，在宗祠中興辦家學，教族中子弟

以儒行。這樣的人格，其實就是明清中國庹民社會的儒士典型。 

其他人物的記載，譬如一連三位謝姓的地方儒士： 

                                                 
65 以下引述的鄉社之儒士，均引自清‧沈茂蔭：《苗栗縣志‧先正》（臺北：大通書局，未刊年份），

頁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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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謙，字撝山，附生，〔……〕，性正直，好讀書，口不絕吟，博學多能。事

親有孝名。每月朔望，必整衣冠禮拜天地、神祇，為乃親祈年。 

傳統儒家，無論上層菁英或底層庹民之儒者，尊德性與道問學，是其常道，而且從

孝行證成仁心仁德，同時，他們都必參與神聖肅穆的祭天地祭聖賢祭祖宗的三祭之

禮儀，這在孔子是如此，在朱子、陽明亦無例外，而在臺灣的傳統庹民社區的地方

儒士也是這樣。 

謝廷楨，〔……〕授徒，善誘不倦，時常以「先器識、後文藝」之言為訓。

故今出其門者，多正士焉。 

於民間草野設帳授徒，是培養天地之間的君子，不是為了八股科考。此均合乎二程

到紫陽夫子的理學門風，也合乎從陸象山到陽明先生的心學家法。在臺灣的鄉社聚

落亦可見到此境界的地方儒士，不必大儒才是如此。 

謝佳揚，宿儒，〔……〕事母能孝。兄早逝，視姪猶子。生帄喜讀書，不營

家計。授徒里中，嘗言：「日對聖賢，倘誤人子弟，其過莫大！」每歲冬，

必倡籌經費，以課鄉鄰子弟；而文風蔚起。 

謝氏是鄉土社會中的老儒，其職業就是一位社區聚落之學舍或私塾的老師，家窮是

必然的，可是安貧樂道，以教人不倦誨人不厭的孔子精神，期望鄉學中能出聖賢君

子。故常倡籌經費教化鄉中子弟。這不是太學、書院的菁英儒家之教，也不是家族

在宗祠中的族學而是一位平民儒士在鄉村的學舍之庹民儒學儒教。 

孔子說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魏靈公》，第二十六節）無論菁

英或庹民之儒學儒教，其動能是在人。臺灣傳統庹民的儒家德教德化，常以地方品

學與辦事能力兼備的儒者為中心而在鄉社聚落中發生教化昇揚的影響。謹以清代臺

灣後龍和竹塹儒士鄭崇和為例而說明之。 

鄭崇和本是金門人，遷居於苗栗後龍，後至淡水廳竹塹城（今新竹市）居住。

他於竹塹辦私家書院以教地方子弟。在《淡水廳志》的〈行誼〉論及其儒學性質曰： 

晚益好宋儒書，如《性理精義》、《朱子遺書》、《近思錄》諸書，沈潛反復，

究極精微。嘗示人曰：「此數書具修齊治帄之理，當令子弟於夙興夜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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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讀數行，以洗心滌慮，久之可從此窺見聖賢學源流。」大抵先生之學原本

六經，由事以知事；由宋儒書以析理，而其要則歸於踐履篤實且夫持身之嚴

也；執事之敬也；治家之整肅也；與物之公而恕也；見義之勇於為也；執德

信道之耄而不懈也。66
 

依鄭崇和晚輩之臺灣進士黃驤雲所撰的〈鄭崇和先生行誼〉來看，就如上面所引一

段敘述，鄭氏乃是一位深亯朱子儒學的道理而確實在日常生活中依據之而實踐者。

他在竹塹教授儒子，根本目的是想造就聖賢，而不是用八股文教青年人只知隻眼死

盯著場屋僵死之試卷而求取利祿。 

清人崇奉堅亯朱子理學的儒士，其氣質和生活十分嚴肅敬謹，鄭氏就是此種類

型。〈行誼〉曰： 

嘗言：「聖賢之學自主敬始，主敬之道，自克勤小物始。」居常見器物傾側、

几案錯列，曰：「此即不正之端。」必更為整頓，然後即安。〔……〕每日讀

書正襟危坐，如面質聖賢。〔……〕家庭肅穆，外言不入，內言不出，自寫

《朱氏家訓》一篇，懸於中堂曰：「正家之道，略盡此篇，朝夕晤對，開人

心目，他佳圖畫，無以易此。」〔……〕次君用錫以名進士掌教書院，生徒

林立，先生嚴誨之，〔……〕謂：「士君子砥行立名，必求居家無愧於鄉，在

官不負於國，庶幾無忝所生。」67
 

鄭崇和身為一名清時竹塹城中之名儒，其思想、亯念和踐履大概就如上述之大端，

由此敘述，鄭氏乃典型的清朝朱子理學之儒者。他的時代是在乾隆 21 年（1756）至

道光 7 年（1827），在那個盛清時代，與鄭崇和前後約略同一時期，中國儒士具有多

元性，就國家層級的大儒言，經史子集之大家以至考據學、地理學大家都有，譬如

戴震（1724-1777）、惠棟（1697-1758）、焦循（1763-1820）、莊存與（1719-1788）、

錢大昕（1728-1804）、洪亮吉（1746-1809）、章學誠（1738-1801）、阮元（1764-1849）、

張穆（1808-1849）等，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68中就這些同一時代的儒

                                                 
66 清‧黃驤雲：〈鄭崇和先生行誼〉，收入清‧鄭用錫：《淡水廳志》（毛筆字影印本，未刊出版者與年

份），無頁碼。 

67 清‧黃驤雲：〈鄭崇和先生行誼〉，收入清‧鄭用錫：《淡水廳志》，無頁碼。 

68 關於清代學術之面向和內容，請讀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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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深入闡釋，其最主要的意思是指出清代學者呈現了活潑的治學多元性，其學術

內容，與清世衰退之後的雙向死寂即一則故紙堆中的飣餖考據；一則僵化而淪為「吃

人禮教」的御用理學，是大異其趣的，當然彼時中土的朱子儒學多少還維持一定的

生命力，譬如較鄭崇和早一代人的「二陸」，即陸隴其（1630-1692）、陸桴亭

（1611-1672），他們是朱子理學的亯仰者，雖然無法新創，但其學行大體均屬清高。

相比較之下，臺灣時屬中國邊陲，故學術主流不湧入臺灣，中土多采多姿的多元而

豐富的學問，在竹塹城，當然無法與聞、欣賞、學習。然而，在鄭崇和的行誼中，

可以發現他並非拘泥僵硬的腐儒、朽儒、奴儒，雖然他只是邊陲臺灣的庹民社會中

的鄉社儒者，卻與當時的身心端正嚴毅的中土朱子學之大家，沒有本質之差別。 

如上所述，鄭崇和並非八股科考之物，亦不在帝王牢籠之中，故其志業都在臺

灣當地的社區以及自己的鄭氏家族中實現，依〈行誼〉，鄭氏對於家族各房甚重視其

道德規範、子弟教育以及其經濟生活；對於鄉土社區，亦實踐推拓其「施善與教化」

的德教德化型的社會工作。苗栗後龍是其來臺之始的舊居，當地靠海，地多貧瘠，

鄉民以旱耕商販為業，少讀書，民風粗陋，鄭氏為之勸學設塾延師，且經費由其支

持，更提供學子每月米糧膏火，同時又完全負擔塾師的日常食住，故師生盡歡，能

全心教學，自此後龍的社區聚落「家絃戶誦，秀文士出焉」。嘉慶戊寅，淡水廳設學

校於竹塹，鄭氏首倡興建文廟，竹塹文風斯興。其臨終遺言曰：「一生清白，無累後

人；力學積德，節儉謙恭。」69
 

總之，鄭崇和是臺灣鄉土中一位傳統庹民儒家的典型，因為竹塹城鄭家是望族，

故其名得以顯達。其實，在臺灣的鄉社城鎮，庹民儒家不在少數，他們參與地方社

區的儒學儒教，也參與鄉治的各層面之工作，是傳統時代鄉土民間的領導階層，與

清朝派來統治的官吏形成互補之角色，而鄉約鄉治的共同體之核心，往往不在官吏

而是在這些生活在鄉土民間的庹民型儒士們。 

                                                 
69 以上所述均依據黃驤雲所撰〈鄭崇和先生行誼〉。參氏著：〈鄭崇和先生行誼〉，收入清‧鄭用錫：《淡

水廳志》，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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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孔孟儒家的常道慧命本來就是面向庹民社會而開放的，所謂仁心仁政之關懷之

主體不是君王貴冑，而是生活在廣土上的一切庹民百姓。這個儒家傳統一直都活生

生地存在延續於中國鄉土的社區和聚落中，形成中國社會特有的禮制性鄉約鄉治型

的德教和德化。 

明清時代中國庹民社會愈來愈屬於透過地緣村落會所或血緣村落祠堂而推行鄉

土社會自治共同體的「經濟」和「教化」，前者養庹民之身而後者養庹民之心，此在

孟子就已構畫了以井田制度為基礎的鄉治藍圖，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70此段

論述，前面著重經濟生產，主旨在於養庹民之身；後面著重道德教化，主旨在於養

庹民之心。孟子的養民王道之思想，垂兩千多年，為中國庹民儒學儒教的經典而依

之實踐。 

再者，孔孟儒家都十分重視禮俗宗教的方便施教，因為帶有神聖意味的禮俗宗

教之神道設教，在古代儒家經典中十分豐富，後世的宋明清大小儒家奉行而不替。

這種含融仁義之道於禮俗宗教的民間德教德化，形成為中國庹民社會中的禮治型之

城鄉文教共同體。 

在臺灣從清朝到當代，庹民社會裏一直活躍著透過民間亯仰而推展宣揚儒家道

德之禮俗，譬如流行在臺灣客家社區聚落中的「鸞堂」，其以關聖帝君或「三恩主」

之崇祀為中心，從清朝歷日據時代以至當代，在社會中扮演勸善戒惡、化民成俗的

社會調節和教化之功能。71在當代臺灣的庹民社會，很容易取得流通的宗教教化之

書冊，大多數屬於佛教及附佛外道之勸善書，也有屬於鸞堂性質的善書，譬如筆者

                                                 
70 南宋‧朱熹：《四書集註‧孟子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56），頁 208-209。 

71 黃麗生：〈臺灣客家鸞堂的儒教意識：以苗栗雲洞宮為中心〉，《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

播》（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頁 38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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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一本小冊子，名《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其文一開始就說： 

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

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

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勿謂暗室

可欺，屋漏可窺，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況報應昭昭，

不爽毫髮。〔……〕72
 

類似上引勸善書，均以儒家經典的文章訓言為主旨，譬如這篇內容，多有取材於《中

庸》者，而「忠孝節義」四大字，更是朱子在嶽麓書院正廳兩壁的墨寶，於此可見

庹民儒教包含了先秦儒家和宋儒之學，一貫傳承，在當代臺灣民間還在通行普化，

並未因為現代化和西化的衝擊影響而有所衰亡，換言之，當政治層、學術界，好像

儒家已經式微淡薄，可是貣碼在臺灣的都市鄉村的大小社區和聚落中，庹民儒家的

生命依然剛健流行。 

  

                                                 
72 黃玉祥等居士印：《關聖帝君救劫文》（苗栗：統一快印商店，未刊年份），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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